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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缘起与研究框架

“舆论”（Public Opinion）是有理性反思能力

和公共关怀意识的个体通过意见表达和相互讨论

达成的对公共事务较为一致的意见①。在信息通信

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舆论建构的空间和主体都

产生了变化。一方面，舆论生成的场所已从古罗马

时代的广场与大众传播时代的报纸、电视和广播等

延伸至现今占据全球互联网主要流量的Twitter、

Facebook、微博、微信等各类社交媒体；另一方面，

长期以来，舆论是由“人”这一生物主体所建构起来

的意见产物，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，社

交机器人等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“机器”也可以

作为行为主体广泛参与各类网络舆论的建构活动。

例如，2016年的美国大选有近19%的相关推文由社

交机器人账号发出②、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有13%

的社交机器人参与了Twitter上的相关讨论并发

布了占比将近20%的内容③、2022年初仅统计俄乌

冲突爆发前后一周内于Twitter平台中参与“俄乌

局势”涉华议题讨论的社交账号属性就可以发现有

22.5%的都为社交机器人。

种种经验表明，当前的社交网络舆论生态已

进一步演化成为“人+机器”作为行为主体共栖的

舆论生态。作为一种新兴变量，“机器”正以自己

独特的行为方式冲击着社会舆论。社交机器人的

介入丰富了网络舆论生态的多样性和内外部张

力（如图1，浅灰色圆圈代表机器、白色圆圈代表

人类、黑色圆圈代表政治组织或之中的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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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深灰色圆圈代表传统媒体或自媒体），其与大

众、媒体、政治组织等行动者之间具有支配、屈从

或同谋的多元关系④，由其形成的技术环境也在

不断与其他诸如政治、经济、媒体和心理等环境

发生交互。同时，社交机器人还采取多种行为方

式干预舆论，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网络舆论生

成和传播的机制。在介入传统网络舆论生态后，“机

器”并非单一地作为“政治工具”或新兴媒介渠道影

响舆论和他者，而是通过连接包含自身在内的不同

行动者并主动与之展开话语互动和意义表达⑤，真

正地参与到了相关舆论的建构过程中。

“机器”参与社交网络舆论建构的具体行动

方式和策略路径是怎样的呢？为回答该问题，本

文将遵循《Machine behaviour》（机器行为）一文

中提出的“机器个体行为——机器集群行为——

混合人机行为”（见下表 1）3个层次的研究分析

框架展开研究。

机器行为学将“机器”看作一类具备自身行

动和发展逻辑、是能与其他物种和更广泛环境之

间相互作用的物种，其提出的“机器个体行为”研

究尺度侧重于研究特定智能机器本身具有的行

为特征，其提出的“机器集群行为”侧重于揭示机

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产生单个机器所不

具备的群体行为，“混合人机行为”则从机器塑造

人类行为、人类塑造机器行为和人机协同行为等

三个方面展开探讨。⑥鉴于舆论研究无法脱离特

定的社会语境⑦，本文援引了社交机器人在俄乌

冲突、中美贸易战等国际重要事件中的活动数据

作为研究案例。同时，文章末尾还基于机器行为

范式提出了几条未来舆论研究的可行路径。

二、个体行为层次：充当高度拟人化的意

见领袖、制造或减弱“逆火效应”

社交机器人(Social Bots)是“在社交网络中扮

演人的身份、拥有不同程度人格属性且与人进行互

动的虚拟AI形象”⑧，现已广泛介入了由不同圈层、

不同类型的主体混杂组成的社会化媒体中⑨。以

往，“媒体——议题发布——公众讨论——意见融

合——舆论生成”是舆论的一般产生过程⑩，随着

“机器”加入意见博弈、重构了信息主体的信息接

近权⑪I1，舆论产生的过程发生了变化，增添了如图

2所示的机器行为影响舆论生成和传播的路径。

首先，“机器”在个体行为层次参与社交网络

舆论建构的方式是充当高度拟人化的意见领袖、

集中信息传播中的话语资源，从而增强自身所代

表立场的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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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混合人机社交网络舆论生态的抽象形态 图2 机器行为影响舆论生成和传播的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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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中最内层虚线方框的左边即为一个以社

交机器人为中心节点或意见领袖的舆论互动网

络，通常，社会化媒体中的意见领袖能够通过对议

题的传递使其到达更为广泛的公众之中且能吸引

媒体、利益相关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，从而推动

公众参与。⑪I2意见领袖型社交机器人在战争宣传活

动中十分常见。早在叙利亚战争时期，一个拥有

12.5万粉丝、伪装成黎巴嫩独立地缘政治评论员

的Twitter社交机器人账号“@sahouraxo”便引发

了广泛关注，该账号的影响力几乎达到了与一些

持续报道叙利亚战争的BBC记者相一致的水平。⑪I3

到了 2022年俄乌冲突发生的时候，这类账

号的数量变得更为庞大且其影响力也更加广

泛。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对 2022年 3月 2

日—6日在 Twitter平台中发布俄乌冲突涉华

议题内容的社交机器人账号进行分析后发现，

4045 个相关账号中共有 449 个社交机器人账

号，并且在这 449个社交机器人账号中有 157个

都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，它们的累计总粉丝

数量达 223万，平均粉丝数量为 1.43万⑪I4，这些

社交机器人账号中最早的创建于 2007年。

北师大团队对 2022年 3月 7日—14日期间

在 Twitter平台发布的内容同时提及“‘China’

‘Ukraine’”或“‘China’‘Russia’”的账号进行分

析后发现，支持乌克兰的 529个社交机器人账号

中有 128个意见领袖型账号的粉丝数突破 10000

人次（占比24%）、有 176个意见领袖型账号粉丝

数在 1000-9999之间（占比 33%）；支持俄罗斯的

62个社交机器人账号中粉丝数突破 10000人次

的意见领袖型账号共有 8个（占比13%）、粉丝数

在 1000-9999区间内的意见领袖型账号共有 19

个（占比31%），如图3所示。

表1 机器行为学的层次分析框架

分析层次分析层次分析层次分析层次    图示图示图示图示   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研究对象    研究范围研究范围研究范围研究范围    

机器个体行为 

 
 

单个机器 
同一机器在不同条件下的行为特征；不

同机器在相同条件下的行为差异等 

机器集群行为 

 

 

 

机器集合 
机器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创造更高层次的

结构和特性；机器间的社会学习等 

混合人机行为 

 

 

混合人机

系统 

机器塑造人类行为；人类塑造机器行为；

人机协同行为（合作、竞争、协调、人

类劳动自动化）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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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充当意见领袖的社交机器人会将所支

持国家的国旗作为头像，其账号名称后缀或主页

图片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。我们进一步对这些意

见领袖的社交机器人账号来源进行分析后发现，

除了来自冲突双方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外，还有

来自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印度等地的社交

机器人账号。

其次，社交机器人能够利用社交媒体中弥漫

的情绪制造或减弱“逆火效应”（the backfire ef-

fect），并通过对民众偏见的确认制造虚假趋势、

改变公众舆论。⑪I5

“逆火效应”意指由于威胁到受众原有的

信念或自我身份认同⑪I6，“辟谣或说服常常会导

致人们更加相信谣言或更加坚信原有观点”⑪I7，

从而加深了虚假信息或某方观点对社会的影

响。社交机器人常常被要求以引人注意的形式

专门对某一意见进行“反驳”，在此过程中，与

社交机器人立场不一致的民众更容易采取评

论或点赞等显性行动表达自己对该“反驳意

见”的反对。因此，如果想要引导社交网络舆论

向与社会目标相同的方向发展，社交机器人可

能会采取故意驳斥一致观点的策略来对受众

进行说服；而如果想要引导社交网络舆论向与

社会目标相反的方向发展，则可能采取先顺从

民意、再提出异议的策略对受众进行说服。以

第二种情况为例，一项针对积极讨论移民问题

并有反移民情绪的 Twitter用户的纵向实验研

究显示，当一个社交机器人最初发布反对移民

的内容、再逐渐发布更多支持移民的内容时

（即在一开始先同意受众的意见、跟随受众的

情绪、在与受众建立起联系后再阐述自己的目

标观点），所产生的说服效果最佳，优于让社交

机器人只发布支持移民的内容等其他策略，这

意味着基于民众原始的语言提出更加微妙和

温和的论点有助于让人们既能接触反对意见

又能减轻“逆火效应”。⑪I8

三、集群行为层次：集体转发扩大中心节

点的影响力、共同推送相似内容以阻碍多元

观点流通并制造出沉默的螺旋效应

社交机器人本身具有社会性，它们采取自组

织的方式、依靠自身的行为逻辑、观察自己所处的

环境来与邻近的同类进行局部交互⑪I9，进而以小组

或机器人网络的形式出现⑪20。图2中最内层虚线方

框体现的是由社交机器人同物种构成的“机器集群

网络”。通常，“机器集群网络”会涌现（emerge）出机

器个体所不具备的复杂性质和更高阶的功能⑪21，以

集体的方式进一步与大众、政治组织、媒体和其他

社交机器人共同实施话语互动实践，通过组织化

传播对舆论生态中的话语权进行争夺⑪22。

机器群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参与网络舆论

的建构。第一种方式是通过“集体转发”行为共

同制造机器意见领袖，从而扩大机器网络中心

节点账号的影响力。例如，分析俄乌冲突中推动

标签活动的两个典型社交机器人“@Indddy77”

与“@Aditya_Sindh”的推文转发用户结构可以

发现，参与转发的 1003个用户中有 106个都为

图3 2022年3月7日-3月14日俄乌双方阵营

社交机器人账号的粉丝数量对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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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交机器人账号，且两者之间借助一批共同转

发账号形成了较强的网络联系（如图 4 所示）⑪23。

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为 2022 年 2 月 20 日于

Twitter 上创建的一个名为“@UAWeapons”的乌

克兰武器追踪社交机器人账号，它在 1个月内

便新笼络了数十万粉丝、在不到 3个月的时间

内就拥有了 53万粉丝，而促使该账号快速成长

为意见领袖、推动其发布的推文越来越流行的

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批量社交机器人的联合转发

行为，我们对转发量较多的 15条推文的转发网

络数据分析后显示，转发次数在 4次及以上的

1045个账号中有 447个为社交机器人；转发次

数在 10次及以上的 14个账号中有 9个为社交

机器人⑪24。

机器群体第二种参与网络舆论建构的方式则

是通过共同推送某一种内容以阻碍多元观点的流

通，制造“沉默的螺旋”效应，从而提高自身所代表

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力。结合推荐系统的协同过滤

机制，社交机器人能够诱导特定信息的传播，同时，

大量社交机器人全天候对同一种观点进行高频率

宣传，由于缺乏把关，其在无意中共同构建出了一

种舆论的“拟态环境”，减少了网络民众接触来自其

他立场的观点的机会，并可能制造出某方虚伪的声

势、借由沉默的螺旋效应影响民众的判断，进而产

生威胁民主的严重后果⑪26。有研究表明，社交机器人

只需占讨论者的5%-10%就能改变公众意见，并使

其传播的观点最终成为主导性意见。⑪27

四、混合人机行为层次：机器议程影响其

他议程、共同制造热门话题、联结真人或媒体

意见领袖及标签劫持

智媒技术将不同利益诉求的异质化交流主

体融入到虚实交织的时空中⑪28，机器能与舆论生

态中的其他“物种”相互连接、相互塑造，形成如

图2中最外侧虚线内所示的混合人机网络。

社交机器人在混合人机行为层次中的第一

类参与网络舆论建构的模式主要体现为其对舆

论生态中人类行为的影响。例如，通过机器议程

影响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，进而影响公众舆论。

一项基于中美贸易战探讨社交机器人、公众、媒

体在社交网络中互动机制的研究显示：在第一层

议程设置中社交机器人议程会对公众议程产生

正向影响；在第二层议程设置中两者之间相互影

响，而且在第二层实质属性中，在负面情感属性

中媒体会受到社交机器人的影响。⑪29

社交机器人在混合人机行为层次中的第二

类参与网络舆论建构的模式主要体现为人和机

器为促使舆论向某一方向发展而自主形成的协

调、合作和竞争行为。就人机间的协调与合作行

为而言，首先是社交机器人和民众共同推动标

签活动以制造热门议题。例如，在俄乌冲突

Twitter混合舆论生态中，充斥着大量支持俄罗

斯或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鲜明的“hashtag”（话题

标签），这些“标签”原本是由人类发起的，但社

交机器人也能够通过转发来放大议题声量、在

标签中重复推送相同内容以扩大关注度等方式

帮助“标签”迅速登上热门趋势榜单并争取民众

图4 两个典型社交机器人“@Indddy77”与

“@Aditya_Sindh”的推文转发用户结构⑪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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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广泛的注意力和认同资源。⑪30其次是社交机器

人主动与人类展开积极互动，通过“@其他账号”

来与真人对话，甚至通过转发真人意见领袖的

内容来增加原始推文内容的影响力。以社交机

器人账号“@DoronRecruiter”为例，该账号转发

了演员阿诺德·施瓦辛格在 3月 17日发布的一

条面向俄罗斯民众、旨在呼吁俄罗斯民众反抗

战争的演说视频，截至 3月 22日，该视频已被播

放超过 3520万次。再次是社交机器人与媒体之

间可能会相互利用，当社交机器人与媒体的立

场观点一致时，其可能采取积极转发媒体推文

内容或链接的方式帮助其扩大声量。有研究发

现，媒体机器人（Media Bots）是“早期传播者”，

在一个高可信度的媒体网站发布文章链接后的

第一时刻，它们就开始活动了，这可能会增加媒

体内容病毒式传播并成为社交媒体热门趋势的

机会。⑪31

人机间的竞争行为主要体现为社交机器人

所采取的“标签劫持”活动，社交机器人可能会采

取发布对立标签和内容、对标签流行的原因进行

质疑、攻击标签涉及的人物或发起者、发布无关

内容或垃圾信息等策略转移公众对该标签的注

意力、降低该标签的公信力、污名该标签指代的

内容等等，使真实舆论受到干扰。⑪32

总的来看，社交网络舆论生态中的社交机器

人通常基于制造虚假意见领袖、争取对反对派团

体的支持、制定政治议程和辩论、削弱政治异议、

赋予公众权力等目的开展行动⑪33。一方面，社交机

器人的技术逻辑对传统舆论生态中的政治逻辑

和媒体环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造，是社会舆论

建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类媒介动员主体⑪34，能

够通过资源动员、成员动员和框架动员⑪35等多种

方式重塑社会的信息结构⑪36，进而推动社会发生

变革；另一方面，社交机器人是官方组织的“下

属”，“根植于政治体系、受到政治目标、组织体制

和宣传任务的制约”⑪37，因此具有塑造舆论拟态环

境、制造虚伪的“同意”、放大情感态度等非理性

因素的传播并进而引发民众内部矛盾等方面的

消极影响，其产生的“人造无机舆论”具有打破网

络舆论结构有序性和功能有序性的可能性⑪38，并

增加了社交媒体对在线公众的影响力⑪39。要减弱

社交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和民众可能

造成的伤害，政府应积极展开技术监测并尝试推

行多种技术治理方式，而普通社交媒体用户也应

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算法素养，以应对技术的欺骗

挑战，提高自身防范和对抗风险的能力⑪40。

五、思考：机器行为范式下未来舆论研究

的路径

如今，社会舆论发生的地点从线下转移到了

人机多主体混合的网络空间，传播学在进行舆论研

究时需要特别关注互联网自身所具备的通信逻辑、

技术逻辑和平台媒介逻辑对舆论传播方式和特点

造成的影响。对于深度介入社交网络舆论生态中的

人工智能技术或“机器”，我们不应再将其简单地当

作一种媒介渠道或工具，而是要将其视为一类与

“人”对等的信息传播主体，采取将机器逻辑和人的

逻辑加以明确区分并注重技术能动性的机器行为

范式，重点探讨机器行为与社会舆论建构之间的关

系。在方法上，传统的问卷调查法、内容分析法等舆

论研究方法已经不足以挖掘出“机器”在舆论生态

中的行动规律及其对人和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，我

们可以利用仿真模拟、大数据挖掘等方法进行创

新。具体来说，未来的舆论研究可以遵循以下三条

研究路径、解决新的与“舆论”相关的问题。

首先，研究机器在社交网络舆论建构行动者

网络中的位置、身份及与他者间的连接互动模

式。可以使用大数据挖掘、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

方法勾画出机器广泛参与的、或者以机器为中心

节点的舆论传播网络形态，从而定位好“机器”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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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播网络中的地位，既而发现机器在传播网络中

所具有的传播者、受众、跟随者和扩散者等多重

身份属性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视角切

入，基于其与民众、媒体、政治组织或其自身之间

具体的互动方面去探究机器连接他者的模式，避

免只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操纵舆论的现象。

其次，研究塑造舆论的机器行为的产生机

制。“机器行为学”强调研究特定机器的特定行为

发生的内外部原因⑪41。现有的社交机器人舆论研

究多强调社交机器人带给舆论生态的变化，而较

少考察人类如何塑造社交机器人的行动模式。未

来的舆论研究，可以着眼于某种人工智能技术干

预舆论的具体行为，既考察其行为产生的基本技

术原理和内在触发逻辑，又使用访谈法、参与式

观察法等研究方法探讨其背后如何受到设计师、

用户等人类群体的目的与固有局限性的影响。⑪42

同时，无论是机器个体、机器集群还是作为整体

的混合人机网络，它们都诞生并嵌套于综合的社

会环境之中，不可避免地会被社会中的其他系统

制约，因此还可以考察机器的功能如何受到更广

泛的社会结构的影响。

最后，研究舆论建构的不同阶段中机器行为

产生的微观、中观和宏观效果。可以采取时间序列

分析等研究方法考察舆论建构过程中机器行为的

发展和变化，寻找机器的行为规律；并使用在线实

验法、仿真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对机器行为在微观层

面产生的对具体个体的影响、中观层面产生的对不

同组织或产业的影响以及宏观层面的对政治、经

济、文化等社会子系统及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进行

研究。从多方面切入来研究舆论生态中的“机器”与

机器行为，有助于丰富智能传播领域的研究议题，

并可能拓宽既往有关舆论的传播学理论边界。

结语

社交网络是舆论建构中的一个最大空间，社

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技术将颠覆舆论的建构形

态。学者们通常认为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

以及这些行为所构建的各种关系的学科，可见人

类行为是传播学的核心。研究舆论实际上是洞察

舆论背后人的认知、观念与行为等形成的真正原

因，但机器行为改变了传播学研究的这一模式。

在舆论场域中，随着社交机器人的加入，行为数

据更加多样，且社交机器人行为与人类行为存在

差异。社交机器人等作为由各种人工智能技术所

支撑的传播主体，其传播行为受到技术建构的影

响，在社交网络空间中的生产、转发、评论等行为

方面均与人类行为存在一定区别。⑪43因此，在新技

术视野下，舆论背后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机器，如

果以为可以仅通过舆论来判断人的认知与行为，

那么可能就存在研究准确性的风险。在智能传播

时代，舆论研究确实已经到了需要引入机器行为

范式的新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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